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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会制政府与军政府交替统治时期苏丹伊斯兰运动的历史考察
（1956-1989）

古　萍

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　江苏　扬州　225127

摘　要：苏丹伊斯兰运动是塑造、推进和影响苏丹政治演进的重要因素，而 1956 至 1989 年则是其发展、崛起的关键时期。

自 1956 年独立以来，苏丹难以实现长期且持续的统治，见证了近 30 年的议会制政府与军政府交替执政。伊斯兰是排斥现

状和令政府失权的重要来源。这一时期，苏丹伊斯兰运动通过建立穆斯林兄弟会、伊斯兰宪章阵线及全国伊斯兰阵线三大

政治组织，成功建立了基于沙里亚法的伊斯兰国家，实现了从组织到国家的重要转型。关于这一时期苏丹伊斯兰运动发展

演变的四点思考：苏丹环境与苏丹伊斯兰运动之间相互作用；以革新为内核的时空观是苏丹伊斯兰运动崛起的关键；政治

组织与协商原则是苏丹伊斯兰运动崛起的保障；伊斯兰运动在苏丹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既有贡献又有局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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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丹伊斯兰运动发端于 20 世纪四十年代，萌芽于 1945

至 1956 年近代英埃共管苏丹时期，而 1956 至 1989 年议会

制政府与军政府交替统治时期则是其发展、崛起的关键时

期。自 1956 年独立以来，苏丹难以实现长期且持续的统治，

见证了近 30 年的议会制政府与军政府交替执政。此间，伊

斯兰是排斥现状和令政府失权的重要来源，苏丹国内各个集

团的利益和议题往往跟意识形态化的身份挂钩。苏丹伊斯兰

运动通过建立穆斯林兄弟会、伊斯兰宪章阵线及全国伊斯兰

阵线三大政治组织，成功建立了基于沙里亚法的伊斯兰国

家，实现了从组织到国家的重要转型。本文主要考察议会制

政府与军政府交替统治时期苏丹伊斯兰运动的发展演变及

其形成的三大政治组织。

一、第一届议会制政府和军政府时期：穆斯林兄弟会

第一届议会制政府时期，苏丹伊斯兰运动处于短暂的

扩张阶段。“从活动主体看，吸收了从埃及大学毕业的苏丹

学生及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苏丹分支；从活动范围看，作为

运动先驱的学生群体陆续毕业，走向社会，成为苏丹政治团

体领导层，跨越了学校机构这一初期阵地；从活动方式看，

开始通过所有官方和非官方途径提升苏丹领导人和群众对

伊斯兰的政治认识。例如，第一次在报纸和公开演讲中宣传

号召。”[1]

第一届军政府时期，苏丹伊斯兰运动则处于沉寂阶段。

第一届议会制政府仅维持两年，1958年11月17日易卜拉欣·阿

布德将军和一群苏丹军官便发动军事政变。“因忧惧军政府

的压迫政策，为了确保穆斯林兄弟会的组织存续及成员安全，

这一时期的伊斯兰运动不得不由公开转入秘密，从政治运动

转向文化工作，从号召实践转为理论探讨。阿布德军政府后期，

苏丹伊斯兰运动有所扩展，在继续发挥学生运动领导作用的

基础上，广泛团结其他社会阶层，并加入军政府的反对派政党，

成为对抗当局的首要力量，在推翻苏丹第一届军政府中发挥

重要作用。”[1] 但是，这一时期的苏丹穆斯林兄弟会尚无法

像其对手苏丹共产主义组织那样快速扩张。[2]

二、第二届议会制政府和军政府时期：伊斯兰宪章阵线

1964 年 10 月阿布德军政府倒台，苏丹进入第二届议会

制政府时期。随着声名和实力的不断提升，为了应对苏丹国

内快速发生的变化，苏丹伊斯兰运动已不再满足于自发的民

众运动，决定联合其他伊斯兰团体，形成统一的政治运动，

于是 1964 年 12 月 6 日伊斯兰宪章阵线建立。自此，苏丹伊

斯兰运动迅速发展。严格意义上说，伊斯兰宪章阵线是苏丹

伊斯兰运动的首个政治组织，旨在实现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

伊斯兰化，反对一切违反伊斯兰教义及提倡无神论的政权。

在苏丹伊斯兰运动实践历程中，伊斯兰宪章阵线具有重要战

略意义。

在第二届议会制政府自由且动荡的时势背景下，伊斯

兰宪章阵线取得进一步发展，其成就在于三方面。其一，将

1965 年和 1968 年议会选举作为政治参与路径，推进宪法机

构的伊斯兰变革；通过立法机构和制宪会议实现政治渗透并

动摇了其他政党的政治计划。其二，将革新理念融入伊斯兰

和舒拉协商制度的宣传之中。相较于安萨尔教派、哈特米亚

教派等，哈桑·图拉比呼吁根据国家需要和国情创新实践舒

拉制度，而非模仿。这种动员征募策略更具灵活性、现代性、

宽容性和开放性，从而使伊斯兰运动由有限精英团体扩大为

广泛群众支持的实体。其三，制定书面章程。“1965 年初伊

斯兰宪章阵线发布《伊斯兰运动宪章》，作为其纲领性章程，

内容包括倡导伊斯兰制度的原因、宪法制度、经济问题及其

解决方法，以及根据沙里亚法确立伊斯兰社会制度四章。”[1]

1969 年 5 月 25 日，加法尔·穆罕默德·尼迈里上校发

动军事政变，苏丹进入第二届军政府时期。因在政体、宪法



27

教育论坛 3 卷 9 期

ISSN:2705-0971(Print); 2705-0947(Online)

和南方问题上立场相悖，苏丹伊斯兰运动的发展再一次受到

军政府的压制。尼迈里深受埃及纳赛尔及其领导的泛阿拉伯

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 [3]，其目标是建立总统制的社会主义国

家，并成立政治组织“苏丹社会主义联盟”以取缔教派政党

林立的议会。在宪法问题上，尼迈里打算制定一部永久宪

法以取代经过多次修正的 1956 年临时宪法。制宪则涉及颇

具争议性的两个核心问题即身份问题和宗教问题，在 1973

年 5 月 8 日颁布的世俗宪法中，苏丹被定义为社会主义共和

国，且其第 16 条规定宗教信仰自由，未将沙里亚法作为立

法的主要来源。在南方问题上，1972 年 3 月 27 日，苏丹政

府与南方“南苏丹解放运动”签署《亚的斯贝巴协定》，结

束了长达 17 年的南方内战。尼迈里政府与南方的和解引起

了北方穆斯林宗教保守势力的不满。[4] 而伊斯兰宪章阵线与

其他宗教保守团体则寄望通过政变形式颠覆尼迈里政府，于

1971 年 7 月和 1976 年 7 月发动了两场未遂政变。

在经历八年的对抗之后，苏丹伊斯兰运动与尼迈里政

府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转折。苏丹伊斯兰运动放弃以往的立

场，开始对政权采取缓和政策。相应地，在两次未遂政变后，

尼迈里也对反对派即 1974 年由伊斯兰宪章阵线与其他反对

尼迈里的力量联合成立的国民阵线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政策，

为其进一步开放苏丹社会主义联盟，以寻求民族和解。谢里

夫·辛迪与哈桑·图拉比主动响应尼迈里政府的民族和解。

苏丹伊斯兰运动此次思想理念的转变基于两点考虑：一是尼

迈里政府正处于上升期，苏丹伊斯兰运动并不占据任何优

势。得益于一系列激励措施和大型开发项目，如《苏丹农

业发展基本纲要》、《1970 年工业发展五年计划》，以及

开凿琼莱运河计划、雪佛龙海外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的石油勘

探计划等，苏丹国内经济局面好转并初现繁荣，而长久未决

的南方问题也基本解决。二是苏丹伊斯兰运动将民族和解作

为政治渗透的工具，借以重建穆斯林兄弟会，并将其扩大为

一个更为广泛、更具实力的舒拉组织结构，为建立基于沙里

亚法的伊斯兰国家而准备。尽管民族和解一定程度上分化了

国民阵线，如萨迪克·马赫迪并不接受和解，但总体来看，

苏丹伊斯兰运动的政治经济实力大有提升，尤其是在政治实

力、经济基础、成员征募及伊斯兰教育普及方面。

3、 第三届议会制政府和军政府时期：全国伊斯兰阵线

尼迈里政府后期，日益蔓延的动荡局面为伊斯兰运动

的发展创造了契机。高利率的国际贷款、贸易赤字和巨额外

债等使得苏丹经济迅速恶化，加之尼迈里本人信仰观念的突

变，主张恢复伊斯兰信仰，如在 1983 年 9 月，宣布在苏丹

全国实施沙里亚法即“九月法令”，引发了苏丹国内政治危

机，这对于此前的《亚的斯贝巴协定》是致命一击，南方不

再支持尼迈里。1985 年 4 月，为了团结全国所有的伊斯兰

力量，图拉比建议成立一个新的伊斯兰政治组织，同月内，

全国伊斯兰阵线成立。其主要成员包括穆斯林兄弟会成员、

伊斯兰主义者、苏菲组织和一些部落领袖。全国伊斯兰阵线

的前身正是前文所述反对尼迈里政权的国民阵线，是乌玛

党、民族联合党、民主统一党和伊斯兰宪章阵线的联盟。[3]

相较于伊斯兰运动成立的其他政治组织，全国伊斯兰

阵线有着新优势和进一步发展。从组织结构看，首先是形成

了明确的内部组织架构，包括国民大会、最高权力机构舒拉

协商、执行机关、秘书处四级组织系统。其次是规定了内部

组织系统的召集时间和人员晋升推选机制。国民大会、舒拉

协商和执行机关分别是每三年、每六个月和每三个月召集一

次。而人员晋升推选机制，则是从基层向高层定额选举推送，

由大会选举的 361 名成员构成舒拉协商，舒拉协商推选 76

名成员构成占比近 67% 的执行机关成员，而秘书处则由秘

书长哈桑·图拉比主持的国民大会推选构成；从征募策略看，

哈桑·图拉比崇尚务实灵活。一是自下而上建立大规模广泛

的社会联盟。在征募成员时更加开放，减少在教育水平或教

义认定上的诸多限制，吸收大量知识分子和女性成员，同时

给予分支组织更大的自主权。二是注重发挥宣传和传媒的作

用。在 20 世纪 80 年代，一批记者和通讯干部被送往西方名

校，并在 80 年代后期出版了包括官方报纸《旗帜报》在内

的七份日报。[5] 三是筹措资金，强化资金保障。全国伊斯兰

阵线获得了伊斯兰银行特别是费萨尔银行的慷慨资助。

全国伊斯兰阵线逐渐发展为苏丹颇具影响的政治组织。

1985 年初，喀土穆爆发了示威与大罢工，国家陷入瘫痪。

1985 年 4 月 6 日，阿布德·拉赫曼·苏瓦尔·达哈卜中将

领导军官组织发动民众起义，推翻了尼迈里政权，苏丹进入

第三届军政府时期。在此后的 1986 年 4 月议会选举中，全

国伊斯兰阵线成为继乌玛党和民主联合党之后的第三大政

治力量，彻底扭转了苏丹伊斯兰运动在 1968 年议会选举时

所处的边缘境地。1986 年 5 月 15 日，在选举中获胜的赛义

德·萨迪克·马赫迪宣布成立联合政府，苏丹进入第三届议

会制政府时期。萨迪克·马赫迪继承了往届政府相同的严峻

的治理挑战，难以在短期内改变腐败问题、南方问题、宪法

问题、经济问题等交织而成的混乱局面。[6] 为了团结和壮大

力量，优柔寡断的萨迪克·马赫迪曾分别选择与民主联合党、

全国伊斯兰阵线组成联合政府，这一时期以全国伊斯兰阵线

为代表的伊斯兰力量日渐增强，尤其是在萨迪克与其联合重

组内阁和政府时，图拉比被任命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，全国

伊斯兰阵线的其他成员得到了具有战略地位的内政、司法和

社会事务部部长职务，乌玛党—全国伊斯兰阵线轴心也越来

越强硬，民主联合党则滑向边缘。[5]

然而，萨迪克·马赫迪随情势而改变立场的作风忽视

了教派对立的现状，并触及了伊斯兰主义者最为关注的宪法

问题，最终推动全国伊斯兰阵线走上军事政变的道路。随着

南方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力量迅速崛起，苏丹政府在南方的军

队不断失守。苏丹南部发生的毁灭性内战严重损害了经济增

长，因为北部的大部分资源被用于战争。为了终结南方的军

事行动，萨迪克批准了民主联盟党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之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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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和平协定，冻结了沙里亚法，开始筹备新的宪法大会。全

国伊斯兰阵线将冻结沙里亚法视为反伊斯兰举措，图拉比和

部分全国伊斯兰阵线领导人决定在数月内采取军事行动，建

立一个伊斯兰国家以取代现政府，即 1989 年以巴希尔为首

的军事政变。[7] 自此，苏丹伊斯兰运动进入高潮，巴希尔政

权建立后，开始自上而下地推行伊斯兰化，苏丹成为了激进

的实施沙里亚法的伊斯兰国家。 

四、关于这一时期苏丹伊斯兰运动发展演变的四点思考

第一，苏丹环境与苏丹伊斯兰运动之间相互作用。在

苏丹重要变革中，倡导伊斯兰成为获取合法性和征募动员的

主要来源。同时，苏丹重要节点的每一次现实考验又促使

伊斯兰运动产生新变化。苏丹伊斯兰运动发生在地理环境、

宗教教派、种族部落等多样且复杂的苏丹环境中，由于其空

间特性及特殊的宗教传统，刻上了独特的地区烙印。这一时

期的苏丹伊斯兰运动内生于苏丹国家治理过程中激烈敌对

的政治斗争，一方面因为现世统治的奢侈腐化、争权夺利与

奉行苦行功修的苏菲传统格格不入，另一方面则源于多元族

群、宗教、教派之间差异和矛盾的显现。基于苏丹环境，苏

丹伊斯兰运动采取了相对独立的发展模式，其思想奠定、组

织形式、运动纲领与苏丹的历史、政治、现状、需求、问题

相呼应。而随着苏丹伊斯兰运动的影响不断扩大，该运动也

更多地参与苏丹的社会、文化、经济、政治等各领域。

第二，以革新为内核的时空观是苏丹伊斯兰运动崛起

的关键。苏丹伊斯兰运动的理论设计师哈桑·图拉比曾撰文，

如《教法本原革新》、《伊斯兰思想革新》、《统一与自由

问题》、《当代伊斯兰国家的组织形式》等，谈及革新或是

提出革新宗教的方法，并提出了以革新为内核的宗教时空

观。他认为，伊斯兰真理是固定的，但穆斯林思想是灵活的，

随着时空变迁不断更新，但仍与其本源保持联系，通过实践

的方式得以延续。哈桑·图拉比的这种宗教理念既是其双重

知识背景的思想表征，同时也是其在政治实践过程中寻求的

宗教高论与世俗实践的调和路径。[8] 在 1956 至 1989 年这段

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，僵化地复归传统无疑加剧与现代世界

的抵牾，而创新的宗教政治理念与实践，则有助于调和伊斯

兰教价值观与苏丹现实政治问题的利益需求。

第三，政治组织与协商原则是苏丹伊斯兰运动崛起的

保障。苏丹伊斯兰运动早期通过自发的学生运动和宣教的方

式传达给受众，随后不断加强组织形式，凭借组建三大主要

政治组织，成为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苏丹政治舞台上的重要

力量。在组织活动中，苏丹伊斯兰运动并不认同传统伊斯兰

运动的从属制度，即将“效忠”作为伊斯兰运动关系的首要

原则，而是遵循集体领导之下的“协商”原则。其认为“传

统意义上的效忠会打破统一和效率之间的平衡，对当地的宗

教信仰产生不利影响。世界上的伊斯兰运动首先要形成一种

非强制性的共同思想及使人产生共鸣的经验”[9]。这种理念

也体现在苏丹与外部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之中，通过互联互

访、互助互信的协商制度，“苏丹伊斯兰运动和阿拉伯国家、

亚非欧国家进行的其他国内运动之间形成更为紧密的世界

伊斯兰关系”[9]。

第四，伊斯兰运动在苏丹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既有贡

献又有局限。伊斯兰教是推动苏丹社会变革的活跃力量，但

是从作用结果看，苏丹伊斯兰运动对既定政权构成一定挑战，

其在现代国家治理和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也有局限性，党派

主义、苏菲道路、意识形态斗争、分裂思想都是以牺牲联盟

与统一为代价。而在苏丹伊斯兰运动成功崛起并建国后，却

“无法在一个有利的地方和区域气候下带来成功的治理模式”。

正如喀土穆苏丹研究中心主任希德尔·易卜拉欣·阿里提出

的系列质疑：“伊斯兰如何治理现代国家，是否具备这一能力？

伊斯兰主义者希望建立的现代伊斯兰国家是何形态或模式？

伊斯兰体制下经济如何运行、军队力量如何组织？以及其与

资本、私有资本、国家资本的关系是什么？”恩格斯曾指出，“伊

斯兰教世界的宗教起义，特别在非洲，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

都隐藏有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。而即使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，

也把原有的陈旧经济制度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，因而伊斯兰

教世界存在着周期性冲突的萌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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